
 

数字资本积累的流通偏向与价值创造阻滞
−兼论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王  丹， 龚晓莺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当前平台经济中普遍出现的“内卷式”竞争，标志着数字资本早期的粗放扩张模式面临增长

瓶颈，深入整治该现象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命题。文章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

构建“流通偏向—价值阻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内卷”背后的资本积累逻辑异化。研究发

现，这种被表象化为流量博弈的竞争形态，本质上是数字资本积累重心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的

结构性偏移。在这一异化模式下，纯粹流通费用从价值扣除项异化为具有刚性约束的资本积累壁垒。平

台垄断资本利用数字地租机制强制吸纳实体产业的剩余价值，并依靠算法对流通领域的劳动进行“实

际吸纳”，不仅导致了微观层面的实体利润流失与劳动透支，更引发了宏观层面积累基金耗散与有效需

求不足的社会再生产阻滞。因此，治理“内卷”的关键在于矫正资本循环的路径依赖，应通过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破除数据割据，引导人工智能等技术从流量变现转向赋能实体生产，并辅以初次分配机制的

矫正，在重塑生产与流通的动态均衡中培育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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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技术与现代市场机制深度融合的产物，历来是学术界探索生产方式变

革的理论热土，也是政策界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前沿。近年来，数字技术红利边际递减

以及市场空间相对饱和的双重约束日益显现，我国平台经济的竞争格局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演

化态势。一方面，平台资本的积累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偏移，从早期增量市场的开拓逐渐转向

存量市场的激烈博弈
①

，这种博弈被广泛描述为“内卷式”竞争。其显著特征在于，尽管数字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但微观主体的纯粹流通费用却呈现出非生产性的刚性膨胀，价格战与流量战成

为常态。另一方面，这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往往与高水平的数字垄断并存，形成了头部平台通

过控制基础设施获取超额收益、中小主体在存量空间内过度消耗的固化格局
②

。这种现象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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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初衷，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总资本

的良性循环。

这一资本运行层面的异化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警觉，治理“内卷式”竞争已从市场

监管层面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的核

心主题
①

，并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国内“供强需弱”矛盾

突出的宏观背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

整治‘内卷式’竞争”②
。在此之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对“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作出了制

度性部署
③

，市场监管部门也多次针对二选一、掠夺性定价等行为开展执法行动。习近平总书

记更是多次强调，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④“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⑤
。这一系列高层

部署表明，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内卷”现象，已不再是单一的市场秩序维护问题，而是关系到

新质生产力培育、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大政治经济学命题。

目前，学术界围绕平台经济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已开展了多维度且富有成效的探讨，主要可

归纳为三个相互交织的理论脉络：一是关于平台资本运动规律与结构性垄断的宏观审视。相关

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入剖析了平台经济天然的垄断倾向。研究指出，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极大地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与集中
⑥

。平台资本通过“跑马圈地”式的早

期扩张，占据并私有化了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从而在流通与生产环节构筑了极高的进入壁

垒。在此基础上，资本不仅能够获取超额的数字地租，更凭借对双边或多边市场的控制力，主

导了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使得传统的自由竞争不可避免地走向结构性的寡头垄断。二是关于

平台竞争策略异化与技术非中性的中观剖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部分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算

法技术在市场竞争中的非中性应用
⑦

。学者们普遍认为，算法黑箱、数据孤岛等技术手段使得

平台竞争脱离了传统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平台企业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通过算法合

谋、大数据杀熟以及自我优待等隐蔽手段，将技术工具异化为资本攫取消费者剩余与排斥潜在

竞争者的利器，不仅对传统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
⑧

。三

是针对平台生态内“内卷式”竞争现象的微观溯源。近年来，有学者敏锐捕捉到了平台经济由增

量扩张转向存量博弈后出现的“数字化内卷”新态势。研究表明，平台间的网络效应与流量封锁

导致了市场博弈的零和化甚至负和化
⑨

。在这种高度封闭的算法权力下，生态内的中小商家为

争夺有限的曝光率，被迫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囚徒困境”；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被牢

牢镶嵌在算法驱动的计件工资体系中，导致了严重的数字劳动异化与身体透支
⑩

。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资本逻辑、技术异化与微观困境三个维度，为理解平台经济的竞争

与垄断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深入审视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在以下两个维度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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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展空间。第一，在理论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对宏观的资本垄断、中观的算法异

化与微观的“内卷”现象进行分层探讨，尚待建立贯通宏微观的动态系统学理框架。诸多研究将

“内卷”视为一种激烈的市场竞争策略或技术应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卷”作为资

本循环与周转过程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结构性梗阻这一本质。第二，在治理路径构建上，现

有文献多侧重于从法学或管理学视角对垄断现象进行事后的规制性探讨，而相对缺乏从政治

经济学原点出发的深入剖析。针对如何从根本上破除“内卷式”竞争、引导数字资本“脱虚向实”

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需要进一步丰富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机制设计与对策支撑。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归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跳出单一的技术批判或反垄断视角，构建“流

通偏向—价值阻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而明确将当前普遍关注的“内卷式”竞争界定为

数字资本积累模式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转移的特定异化形式。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平台

经济资本循环重心偏移的深层成因，揭示纯粹流通费用异化与劳动力“实际吸纳”的微观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治理路径，以期为打通国民经济微观与宏观循环、构建竞争有序的

平台经济新生态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  现象透视与理论界定：“内卷”的政治经济学表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产业资本的运动轨迹进行了系统剖析：“产业资本的循环包

括三个阶段：（1）拥有货币的资本家作为买者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2）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3）资本家作为卖者重新回到市场上出售已生产

出来的商品。”①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被普遍描述为“内卷”的竞争形态，并非简单的市场策略失

灵，实质上是这一循环过程的内部结构与费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异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

视，这种现象表征为数字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受阻的背景下，其积累重心由生产领域

向流通领域发生结构性偏移，导致社会总资本运行效率出现反常性下降。

（一）竞争重心的结构性偏移：从生产主导转向流通主导的存量博弈

在马克思经典的资本积累理论视阈中，产业资本循环的决定性环节在于生产阶段，超额利

润的获取主要依赖于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从而获得相对剩

余价值。在这一逻辑下，资本竞争的重心长期锚定于使用价值的创造与生产工艺的革新。然

而，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垄断格局的形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深刻异化，导致

竞争的决胜点出现了由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的结构性位移。

首先，商品价值实现的“惊险一跃”取代生产过程成为资本循环的硬约束。在平台经济模式

下，平台垄断资本凭借对数据要素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控制，实质上垄断了通往消费终端

的“社会一般流通条件”②
。这导致产业资本在完成生产过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价值实现壁

垒。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形态变化，不再仅仅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而是被算法

分发机制所深度中介与控制。在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支配下，掌握流通过程的流量分配权，往

往比掌握生产过程的实体制造能力更能快速实现资本周转与价值捕获。因此，为了突破价值实

现的瓶颈，社会总资本的配置出现了显著的流通偏向特征。

其次，资本投入结构的非生产性扭曲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

用受阻的背景下，大量本应投入机器设备更新、技术工艺提升或核心产品研发中的生产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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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被迫发生了形态转化
①

。它们大规模地从生产领域溢出，转化为旨在购买流量曝光、竞价排

名以及算法推广的纯粹流通性支出。这种支出在性质上属于非生产性劳动消耗，其本身并不创造

任何新价值，仅仅是为了在拥挤的流通渠道中争夺有限的变现机会。这种资源配置的错位，使

得资本积累不再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或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是表现为流通成本的非理性膨胀。

最后，这种重心的偏移导致了一种技术进步与成本攀升并存的资本循环悖论。虽然数字技

术的迭代本应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但在平台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

消费领域的“路桥费”反而呈现出刚性上涨趋势。资本为了在存量市场空间中完成价值回收，不

得不陷入以价格战和流量战为主要形式的同质化博弈
②

。这种博弈不再致力于使用价值的质量

提升，而是过度聚焦于交换价值的实现速度。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滞留于流通环节进行非生产

性消耗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削弱，导致产业基础的薄弱化与流通环节的过度拥

堵并存，引发了资本循环重心的严重错位。

（二）纯粹流通费用的性质异化：从价值扣除转化为刚性资本壁垒

在平台经济语境下，剖析“内卷”现象的前提是明确纯粹流通费用的刚性壁垒特征与学理

边界。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界定，用于商品买卖过程的支出属于仅实现价值转换的纯粹流

通费用，其“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③
，是对“社会财富的扣除”④

。然而，在平台算法逻辑

下，这种费用彻底异化，呈现出突破传统边界的双重刚性特征。

第一，在功能与性质边界上，纯粹流通费用脱离了弹性营销属性，演变为商品进入消费领

域的绝对准入门槛。它已严格区别于提升物流效率的生产性支出，沦为仅用于存量市场博弈的

数字化“路桥费”。在传统商业中，营销是可灵活调整的或有成本；但在当前平台高度垄断流量

分发权的非对称结构下，竞价排名、流量购买等支出被赋予了资本预付的强制性，即不支付足

额的流通“入场券”则无流量，无流量则价值实现链条直接断裂
⑤

。这种算法屏蔽机制将商品价

值实现的风险前置化，使原本的营销手段异化为产业资本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须预付的刚性

资本。

第二，流通费用的定价机制脱离了价值规律，异化为具有强制性的资本循环堵点。在技术

进步的正常逻辑下，数字技术本应降低物理空间的信息搜寻成本、提升周转效率；然而在平台

垄断主导的积累体制下，这一规律发生扭曲
⑥

。平台利用算法参数人为制造关注度的稀缺性，

将流量资源的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此时，实体商户被迫支付的高昂推广费与佣金，已不再

是等价交换下的商业服务费，而是源于平台对交易通道垄断权力的数字地租
⑦

。它迫使产业资

本陷入以价格和费用为标的的存量博弈，将实体生产环节的利润强行转移至平台手中
⑧

，致使

流通过程从节约交易时间的手段，异化为单向度吸纳实体经济利润的刚性壁垒。

（三）周转效率的虚假加速：宏观时间规训的异化

在存量竞争压力下，平台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实施严格的时间规训，通过实时计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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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路径和最短时限，极力压缩商品流转时间以对冲利润率下降
①

。这种加速并非源于生产力的

根本性飞跃，而是资本为了在总周转中抢占先机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竞速。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

滞留于这种高频次、低价值的流通环节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削弱，这种纯粹流

通过程的提速不仅未能创造新价值，反而蜕变为脱离生产力内核的虚假加速。

首先，数字经济中的效率提升异化为脱离生产力内核的虚假加速。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周转

理论，资本的本性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力求将流通时间压缩至最低限度以加速价值增殖。在

平台经济发展初期，数字技术的引入确实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大幅减少了交易摩擦。然而，随

着平台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这种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逐渐发生异化
②

。当前的加速并非源

于实体生产部门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或使用价值的创新，而是资本为了对冲利润率下降趋势，

在流通领域强行进行的非生产性竞速。技术进步的红利未能有效反哺生产制造，反而被过度消

耗在商品完成“惊险一跃”的拥挤赛道上。

其次，平台垄断资本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实施了严格的宏观时间规训。在存量竞争的

巨大压力下，资本为了在社会总资本周转中抢占先机、加速预付资本的回收，利用高渗透性的

算法系统极力压缩商品的流转周期。平台通过实时计算最优路径、最短时限，以及实施高频的

流量竞价，将商业博弈的焦点从产品工艺的改良，彻底扭曲为以价格战和流量战为主要形式的

同质化拼杀。这种博弈不再致力于使用价值的质量提升，而是过度聚焦于交换价值的实现速

度。这种对时间极限的算法压榨，在微观上表现为对流通渠道的激烈竞争，在宏观上则演变为

整个社会商业节奏的非均衡状态
③

。

最后，这种非生产性的时间规训最终将宏观经济拖入虚假繁荣的结构性困境。必须深刻认

识到，纯粹流通时间的极度缩短并不能为社会总产品追加任何新的实质性价值。当资本的逐利

动机被完全绑定于流转速度时，实体商户为了不被算法淘汰，被迫将本应该用于研发创新、设

备升级的资金，转化为购买流量与填补价格战亏损的沉没成本。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高频次

地滞留于这种低附加值的流通环节而陷入非生产性消耗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

削弱。从表象上看，平台生态内交易频次极高、物流流转极快，呈现出高度活跃的数字图景；但

在本质上，产业基础薄弱与流通环节拥堵并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由此陷入了一种流通维度虚

假繁荣与生产维度实质停滞深度交织的结构性困境。

三、  生成机理：流通偏向下的价值阻滞与积累危机

当资本循环发生结构性的流通偏向后，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便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

力量，异化为对实体经济进行依附性吸纳的支配力量。这种异化破坏了产业资本正常的增殖链

条，使得“内卷”不再是局部的竞争策略，而是演变为一种深层的动力学危机。

（一）价值吸纳机制：数字地租对平均利润率的结构性扭曲

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视阈中，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是价值规律发挥

调节作用的前提
④

。然而，在当前平台经济的存量竞争格局下，数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构成

了这一规律展开的硬约束。实体商户为维持经营支付的各类费用，不再是等价交换的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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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而是异化为平台资本凭借排他性占有进行结构性拦截的“数字地租”。为深化学理阐释，

结合平台经济的具体实践，这种地租机制的实现边界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清晰揭示了实

体超额利润流失的制度根源：

第一，基于市场准入垄断的绝对地租逻辑。由于平台占据了通往消费终端的必经通道，任

何试图进入数字市场进行商品售卖的产业资本，都必须向平台支付“入场费”。这种费用源于平

台对数字空间所有权的垄断，构成了对商户最低利润界限的结构性扣除。即便是生产效率最低

的边际商户，为了获得数字空间的生存权，也必须预付这部分费用，这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

社会必要成本。

第二，基于算法流量分配的级差地租逻辑。平台利用算法机制人为制造关注度的稀缺性，

将原本平铺的数字货架重构为具有极高等级差异的流量金字塔
①

。通过实时竞价排名系统，平

台迫使同质化的商户陷入零和博弈。为了在有限的屏幕空间中获取曝光，产业资本不得不将生

产环节创造的超额利润乃至部分平均利润，通过竞价费用的形式让渡给平台资本。这种竞争导

致了一种悖论：商户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收益，并未转化为自身的超额利润，而是通过流

量费用的上涨被平台资本精准捕获。

这种失衡的初次分配机制导致价值分配严重偏离了要素贡献原则，致使实体生产部门的

利润率长期被压低至社会平均水平之下。利润率信号的结构性扭曲在微观层面形成了一种强

烈的负向激励，即当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远低于从事流通性投机的成本时，资本为了生

存，不得不进一步削减生产性投入，如降低原材料质量、压缩研发预算或压低工人工资。更为

严重的是，这种机制驱动资本大规模从生产领域撤离，涌入流量炒作等非生产性领域。这种由

高额数字地租引致的产业资本“脱实向虚”②
，正是当前“内卷式”竞争在资本流向上最为深刻的

现实表征
③

。

（二）动力失衡机制：算法对劳动的“实际吸纳”
深化对平台“内卷”机理的认识，前提是明确算法对劳动的“实际吸纳”这一核心概念的理

论边界。作为马克思“实际吸纳”理论的当代延展，判定其是否发生的关键在于算法是否介入了

劳动过程的主动性逻辑，标志着资本控制从外在行政指挥向内在技术统摄的实质性跃迁。在平

台经济中，算法不仅仅是外在的辅助工具，更通过两个维度的边界突破，构成了劳动过程的数

字化骨架。

第一，算法技术重塑了劳动过程的组织形式，确立了对活劳动的全方位统摄。在平台经济

的流通偏向下，算法不仅是辅助管理的工具，更构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数字化骨架，实现了资

本对劳动的深度“实际吸纳”。有别于依赖科层制与物理监督的传统管理模式，平台构建了一套

基于数据垄断的数字泰勒主义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及仓储分拣等

流通性劳动被施以颗粒度极细的数字化分解与量化。劳动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路线选择都

被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反馈节点，从而被剥离了自主性与技能属性，彻底沦为算法指令的执行

终端。这种技术控制通过精准消除劳动过程中的一切空隙时间，填补了传统管理难以触及的监

督盲区，进而确立了资本对活劳动绝对的、无死角的支配权。

第二，技术应用的重心异化为流通速度的极限加速，将剩余价值占有推向极致。在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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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摄的基础上，存量竞争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迫使平台资本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施加严

格的时间规训
①

。算法通过实时动态计算最优路径与最短时限，不断试探并突破劳动者的生理

与心理极限。这种机制实质上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向了极致：它并非通过真正的技术革新

来降低劳动强度，而是通过提高劳动密度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价值产出。这种加速逻辑使得流

通环节的劳动强度呈现出刚性增长的悖论现象：技术越进步，劳动者面临的时间约束反而越紧

迫。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强制压缩流通时间，本质上是为了在总资本周转中抢占先机，但这种周

转效率的提升完全建立在对活劳动过度透支的基础之上。

综上，微观层面的不均等交换在宏观上转化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系统性危机。劳动力商品的

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算法主导的高强度、超负荷劳动导致

劳动者身心损耗的急剧加速，客观上大幅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成本。然而，在平台资本

强势的定价权下，劳动报酬并未随劳动强度提升而同步增长；相反，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供给

的去组织化特征，劳动者在议价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其劳动力价值面临相对贬值的压力。这

种微观层面的价值侵蚀在宏观上直接转化为社会再生产链条的结构性梗阻
②

：一方面，劳动者

作为大众消费主体的支付能力被严重抑制，加剧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构成了宏观经

济“供强需弱”的深层诱因；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过度耗费与保障缺失深刻威胁了社会劳动力的

可持续供给。归根结底，算法技术的这种偏向性应用，以透支和破坏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为代价换取资本流通过程的短期加速，最终加剧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人本异化与结构性失衡。

（三）宏观再生产的阻滞：积累基金枯竭与消费不足

微观层面的价值吸纳与劳动异化，最终汇聚为宏观层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结构性阻滞。

“内卷式”竞争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再表现为个别企业的经营困境，而是异化为资本积累机制

的断裂与供需循环的脱节，从供需两端同时阻断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首先，这种阻滞表现为积累基金的非生产性耗散与简单再生产陷阱。正如马克思所言：“把

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③“要积累，就必

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

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④
这意味着，剩余价值必须体现为“新

资本的物质要素”才能实现增殖。然而，在流通偏向型的积累体制下，这一转化机制发生了严重

的渗漏与阻滞。实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并未转化为用于技术更新或设

备改造的积累基金，而是被刚性膨胀的纯粹流通费用所强制消耗。当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停留

时间过长或费用过高时，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效率将显著下降，导致生产资本的积累能力受损
⑤

。

流量竞价、平台佣金及营销支出的无序增长实质上构成了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耗散。

这种机制导致回流至实体生产领域的资金流仅能勉强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甚至因利润率过低

而引发规模萎缩。当产业资本缺乏足够的积累基金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时，实体经济便失

去了内生增长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动力，被迫陷入低水平重复的简单再生产循环，导致整个经济

体系虽然交易频次活跃，但实质生产能力却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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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阻滞表现为严重的供需失衡与价值实现危机。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范式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复刻。在供给侧，资本为了抵御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用算法技术优势不断

强化对劳动的“实际吸纳”，极力压缩可变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相对份额。数字经济中的算法控

制加剧了劳资关系的失衡，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直接抑制了劳动者的消费倾向
①

。在需求侧，

非生产性流通费用的非理性膨胀进一步挤占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配空间，导致劳动者作为

消费主体的购买力相对萎缩。这种分配关系的扭曲必然激化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虽然提升了商品的供给能力与流通速度，却

无法解决因分配失衡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结果是，海量商品因缺乏购买力支撑而无法完

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形成普遍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这正是中央指出国内“供强需

弱”矛盾突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也是“内卷式”竞争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最终表征形态。

最后，这种阻滞固化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当积累基金无法有效形成、消费需求无

法同步扩张时，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便会在流通阶段发生梗阻。为了维持经济运转，资本往往倾

向于依赖债务扩张来掩盖内生动力的不足，但这进一步加剧了系统的脆弱性。平台经济中的

“内卷”现象，本质上是资本试图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通过加速周转来对抗价值增殖困境的挣

扎，但这种挣扎是以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为代价的
②

。它导致实体经济造血功能受损与

虚拟经济泡沫化并存，使得国民经济循环面临从良性互促转向恶性互锁的风险。

四、  治理重构：推动平台经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

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③
当前，平

台经济从流量争夺向价值创造的转型，不仅面临资本积累逻辑的惯性阻力，更受制于市场生态

割裂、制度供给滞后及分配机制失衡等结构性矛盾。治理“内卷”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施治，打通制约资

本从流通领域回流生产领域的体制机制堵点。

（一）市场生态修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基于质量的竞争

“内卷”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存量市场的分割与封闭。当前，头部平台倾向于构建“围墙花

园”，通过链接封禁、数据断供等手段将用户锁定在私有生态内，形成了数据的封闭式壁垒。这

种人为的市场壁垒阻碍了数据要素的社会化流动，导致中小商户面临高昂的跨平台交易成本，

被迫在单一平台的流量黑箱中进行“内卷式”博弈。这种数据孤岛现象，不仅增加了社会总资本

运行的摩擦成本，更本质地违背了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的技术伦理。

针对这一困境，中央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④
，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

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⑤“内卷”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资本对市场的封闭式壁垒与数据要素

的私有化垄断，治理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度供给还原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公共属性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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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属性，降低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摩擦成本。

首先，破除平台“围墙花园”，确立数据要素互联互通的制度规范
①

。依据马克思关于流通一

般条件的理论，流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是降低纯粹流通费用、提高资本周转效率的前提。当前，

各大平台人为设置的链接封禁与数据断供，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关税壁垒”。对此，应

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制定，规范并消除阻碍跨平台互操作的技术壁垒，建立标准化

的数据接口与开放协议。其深层逻辑在于，打破单一平台对交易通道的私有垄断，推动商品价

值实现路径多元化，从根源上消解流量“内卷”的技术基础，将商户从对特定平台的依附关系中

解放出来。

其次，推进流量费用的去资本化治理，遏制纯粹流通费用的“地租化”倾向。必须正视流量

费用已异化为刚性准入资本的现实，监管部门应强化对平台流量分发机制的反垄断穿透式监

管。其监管重点在于，限制平台将作为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流量资源异化为可无限炒作的金融

化资产，防止平台利用算法黑箱不当干预关注度价格。应探索建立主要平台基础流量费用的价

格监测与指导机制，确立公允价值评估体系，防止平台凭借垄断地位将非生产性的流通成本转

嫁为实体经济的超额负担，从而引导竞争重心回归产品质量与服务本身的实体属性。

最后，构建基于质量溯源的信用甄别机制，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在信息不对

称的存量博弈中，价格往往成为唯一的竞争维度，导致专注于提升使用价值的优质产能被挤出

市场。平台应利用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质量溯源体系与数字信用评价

机制。通过算法权重的调整，将流量分发逻辑从低价优先转变为质量优先与信用优先。这种机

制设计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通过降低高质量商品的交易成本与信任成本，使包含更多复杂

劳动与更高使用价值的商品能够顺利完成价值实现
②

，从而在微观层面重建优胜劣汰的市场选

择机制。

（二）范式转换：引导“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生产，重塑技术应用导向

资本循环重心的流通偏向导致了技术应用方向的异化。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大量资本和

算力资源被集中投入消费端的算法推荐与流量竞价中，导致浅层应用创新过剩而硬科技创新

不足。这种“脱实向虚”的资源配置模式，使得实体制造业难以获得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与技术支

持，陷入了低水平重复生产与低价竞争的固化循环
③

。算法技术被异化为过度攫取流量红利的

工具，而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工具。

摆脱“内卷”的根本出路在于开辟新的价值增长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

化、融合化方向。”④
这要求实现资本循环重心的实质性回撤，即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从售卖

阶段转移至价值创造的生产阶段。

一方面，推动算法伦理与应用目标的重塑，从刺激消费转向辅助生产。政策制定应发挥指

挥棒作用，引导算法算力的配置方向。应鼓励平台企业开放底层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推动数

字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环节。通过算法优化排产、精准匹

配供需，以降低库存、提升良品率，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质生产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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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仅仅作为刺激非理性消费与收割用户注意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建立支持生产性创新的差异

化激励机制，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针对资本逐利的短视倾向，应利用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

工具，建立区分生产性数字资本与流通性数字资本的分类管理体系。对于投向智能制造、工业

互联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生产性领域的资本投入，给予高强度的税收优惠与信贷支

持；而对于单纯投向流量竞价、模式复制等存量博弈领域的资本运作，则进行严格的合规性审

查与融资约束。这一管理体系通过改变不同领域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引导数字资本主动从过度

“内卷”的流通领域回流至实体经济，修复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资金链条。

（三）分配矫正：修复劳动力再生产链条，夯实宏观需求基础

分配关系失衡是导致宏观经济“供强需弱”的深层原因。在现行分配格局中，平台凭借垄断

地位攫取超额数字地租，导致实体商户利润微薄；同时，算法对劳动的“实际吸纳”导致劳动者

收入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这种初次分配的扭曲抑制了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致使社会再

生产链条在消费环节发生断裂，形成资本无限积累与劳动相对贫困的结构性张力。

对此，治理必须在初次分配环节确立公平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规范收入分配

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①
解决由“内卷”导致的宏观消费不足与再生产阻滞问题，必须在初

次分配环节确立公平正义的原则，修复被资本积累逻辑破坏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

第一，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商定价机制，限制数字地租对实体利润的过度侵蚀。为防止平台

利用非对称权力单方面攫取超额利润，应推动建立由政府指导、行业协会参与、平台与商户代

表协商的佣金及费率形成机制。确立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通过制度化的博弈平衡，将平台

收取的流通费用控制在合理区间内，确保实体商户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只有当实体经济主

体有利可图时，其才具备跳出低质过度竞争困境、进行技术升级与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能力。

第二，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打破算法对劳动的隐蔽控制。针对劳动者在算法

系统面前的弱势地位，必须完善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劳动基准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算法管理的

伦理边界，禁止单纯以速度和强度为导向的算法考核，遏制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索

取。同时，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这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微观正义要求，更是为了在宏观上修复社会总需求的微观基

础，使劳动者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从而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

五、  结　语

数字经济不应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流量大厦，而应是深植于实体经济沃土的参天大树。本文

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当前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

判与治理路径重构。研究表明，这种被表象化为流量焦虑与价格博弈的“内卷”，本质上是数字

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的结构性偏移。这是一种资本循环重心的错

位，表现为纯粹流通费用的内生性膨胀、数字地租对实体利润的过度吸纳以及算法技术对流通

过程的依附性加速。这不仅导致了微观层面实体经济的价值流失，更在宏观层面引发了社会再

生产链条的阻滞与供需循环的脱节。

首先，摒弃流量争夺的旧逻辑，拥抱价值创造的新范式，是平台经济跨越增长陷阱的必由

之路。“内卷”的流行标志着依靠人口红利与资本无序增殖的粗放扩张模式已走到尽头。治理的

关键在于规范资本逻辑，通过制度规制迫使资本停止在流通领域进行非生产性的自我循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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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确立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流量仅是价值实现的手

段，而非价值创造的源泉。只有当技术进步从服务于流量变现的工具回归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与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这 一 根 本 目 的 上 来 ， 数 字 经 济 才 能 真 正 成 为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核 心

引擎。

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破解“内卷”、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的制度基础。“内卷”往往

滋生于存量市场的分割与封闭。本文研究表明，只有打破平台壁垒，实现数据要素的社会化配

置与互联互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流量地租滋生的土壤，降低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摩擦成本。落

实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战略部署，将有效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在面向

“十五五”的历史新起点上，通过制度创新倒逼资本从低水平的流通博弈中抽身，流向更具价值

创造潜力的硬科技与实体制造领域，是缓解国内“供强需弱”矛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

关键举措。

最后，在宏观政策的辩证施治中构建实数融合的动态均衡机制。展望未来，我国平台经济

将进入规则重塑与动力转换并存的关键时期。治理“内卷”并非要否定平台经济的效率优势，而

是要矫正其发展方向。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治理理念：一方面，要发挥有为政府的导向作

用，通过法治手段划定竞争红线，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另一方面，要激发有效市场

的配置功能，利用金融与财税工具引导平台资本“脱虚向实”，构建生产创造价值、流通服务生

产、分配促进公平的良性生态。

总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不仅是一场触及利益格局的经济变革，更是一道关乎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政治命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理论创新与

制度变革的双轮驱动，我们完全有信心将平台经济重塑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引擎，为

“十五五”时期的良好开局与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The Circulation Bias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lockage of Value Creation: Also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Essence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Wang Dan,  Gong Xiaoying
(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

Summary: The  prevalen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the  current  platform  economy

indicates that the early extensive expansion model of digital  capital  is  facing growth bottlenecks.

Deeply rectifying this alienated phenomenon has become a major proposition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this paper transcends the singl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critique

and ex-post antitrust to construct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irculation bias-
value blockage”.  It  aims to profoundly reveal  the alienated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ehind

“involution” and  its  structural  blockage  mechanism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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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and improves techno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riving effect of data policy synergy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inter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reputation, lower industrial barriers, faster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weaker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stronger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oordinated construction of data trading and data opening platforms can generate a mutually

reinforcing effect  with polici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ers  and

innovative  citie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deepening  the  market-
oriented reform of data factors, but also offer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s.

Key words: data trading platforms; public data open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networks; policy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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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finds that this competitive form, superficially manifested as a zero-sum game for traffic and

price  wars,  is  essentially  a  structural  shift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productive profitability to circulation-based profitability. Under this alienated model, capital

operation  presents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at  the  micro  level:  First,  pure  costs  of  circulation

have  broken  away  from their  elastic  marketing  attributes,  mutating  from a  simple  deduction  of

value into a  capital  entry  threshold with rigid binding force.  Second,  platform monopoly capital

utilizes its monopoly power over market access and algorithmic traffic distribution to construct a

digital  rent  mechanism,  forcefully  intercepting  and  absorbing  the  surplus  profit  and  even  the

average  profit  of  real  industries.  Third,  platforms  rely  on  algorithmic  systems  to  impose  strict

spatio-temporal  discipline  on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circulation  sphere,  achieving  the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r and leading to severe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nd physical exhaustion. Based

on this, the key to governing platform “involution” lies in rectify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and reshaping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Break down data segregation and “walled gardens” among platforms

by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reby  reducing  the  friction  costs  of  total  social  capital

operation;  guid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apital  to  withdraw  from  the  overcrowded  traffic

monetization  segments  and  turn  towards  empowering  real  production,  thereby  cultivating  and

expan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trict the excessive deprivation of real profits by digital

rent in primary distribu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This  will  repair  the  chain  of  labor  reproduc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 dem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circuit of capital; circulation

bias;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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